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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臨終關懷與陪伴 

 對於臨終的病人，最後一段時間本來就是難過的。同樣，對於親人，失去至親的悲哀

之情，可以是痛徹心扉的，需要關懷和梳理。然而，在疫情之下，家屬受限於種種嚴格的防

疫措施，最嚴厲的時期甚至無法親身舉辦和出席逝去親人的葬禮。這意味著他們被剝奪了最

後的表達哀傷的機會和權利。不能與彌留的親人近距離肌膚接觸，來不及悲傷和哀思，亦沒

有機會好好宣洩離別的情感，這種種情況都會為家屬帶來精神創傷和遺憾。 

2022 年 3 月，上海爆發新一波新冠疫情，浦東新區是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該地區的長

航醫院在 2015 年被評為「上海市癌痛規範化治療示範病房」，其專業的臨終關懷病房在疫

情爆發後一直堅持運轉。醫護人員在防疫封控下仍盡可能地為癌症患者提供優良的照護服

務，但正如腫瘤科醫生張琇文所說，「無論我們多麽用心地照顧病人，都比不上他們自己家

人的陪護所能帶來的安慰」。據張醫生回憶，患者中有一位年紀很大的老先生，癌症晚期，

聽力受損，妻子每天陪伴在側，幾十年從未分開過。但由於此次疫情嚴重和封控措施，老先

生的妻子無法到醫院陪護。從此，老先生情緒低落、焦慮、對醫護人員愛答不理、抗拒接受

任何治療和照護，最後甚至出現了用頭撞床的自殘傾向。 

在香港，臨終患者和家屬因阻隔而產生的悲傷也同樣存在。據一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

專科醫生 Helen 描述，在照護確診患者期間，讓她最為感觸的，是一位患有癌症末期的男病

人，他唯一的臨終心願就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惟因疫情管控，家人無法相

伴在側，在他彌留之際，只能隔著玻璃互相道別，最終孤單離世。疫情下患者與親屬之間這

種肉身、觸感、以及生死間的阻障，給他們造成了或許一生都無法彌補的創傷、悲痛和遺

憾。 

意義重大 

 臨終陪伴不止是人道需要。對於臨終患者來説，家庭往往是他們的精神支柱和信心來

源。筆者在與晚期癌症病人及家屬的訪談中曾瞭解到，大多數受訪者認爲家庭的適度參與和

陪伴可以為病患減輕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提高他們與病魔抗爭的自信心，增加安全感。多

個研究也表明，陪伴和相處能夠增進家庭間的溫情，有效地提高患者有限的生命質量，維護

他們的死亡尊嚴。然而，疫情防控安排破壞了家庭内親人之間的情感連結，忽略了臨終患者

情感需求，患者感受到更多的是家庭分离而带来的强烈的情感痛苦、孤独死亡的無力和恐

懼、以及無法表達的告别。 



 在生命末期階段，癌症患者往往面臨著複雜的臨終醫療選擇問題，例如是否使用呼吸

機、是否插管、是否進行心肺復蘇等等。無論是從西方生命倫理學尊重自主（Respect for 

Autonomy）原則的角度，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來說，倫理和實踐上都鼓勵患者

積極參與到醫療決策中，與家屬分享自己的想法和願望，這也是預設照顧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的重要目的，為日後制定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做充分準備。

但疫情影響了患者與家屬間原本的緊密互動，兩者之間缺乏有效及時的交流。 

當家屬無法如往常一樣探視，或是只能通過視訊與患者進行簡單短暫的溝通，他們也就

無法實時觀察患者的狀態和病情的發展。同時，患者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向家屬表達以

及討論自己的醫療意見，醫療自主權不能得到充分行使，或使患者在臨終醫療選擇方面由於

家庭的缺失而感到孤立無援。 

須再思考 

在類似「新冠」這種緊急公共衛生事件中，喪親者群體通常會出現嚴重的哀傷反應，而

這類哀傷反應具有突發性和非預期性。香港大學「賽馬會安寧送」計劃（Jockey Club End-of-

Life Community Care Project）曾於 2020 年分析了 422 份關於疫情對喪親之痛的影響的網上

問卷。研究結果指出，疫情下的喪親者主要呈現出抑鬱、焦慮、臨床相關的長期悲傷和創傷

後壓力這四大症狀。一方面，家屬由於擔心疫情威脅患者生命及自身被感染，久而久之會產

生焦慮、無奈、甚至憤怒的情緒。另一方面，防控政策的實施讓許多家屬無法在患者臨終之

時陪伴在身邊，甚至無法在患者離世前見到最後一面，使得家屬在事後長期懷有遺憾、失

落、後悔、自責等負面情绪，影響日後生活。 

當疫情爆發，醫護人員照顧臨終病人非常困難。疫情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醫療設備

和床位短缺，人手不足、工作時間長、工作量驟增、身心俱疲等，都成為問題。就臨終關懷

中對於心理和靈性的照顧層面來說，醫護人員在疫情這一特殊階段很難提供細膩的、完善的

全人及全家關懷的照護模式。舉例來說，就香港最近一波爆發的疫情而言，香港在近 5 個月

的時間裏累計報告約 121 萬陽性確診個案及近 9000 宗死亡個案，大量的急診患者和死亡個

案使香港公立醫療系統的急症室不堪重負。前線醫護人員冒著自身可能被感染的風險，仍需

沒日沒夜地奔波忙碌。然而，如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陳國誠先生所說，「比起工作量，更折

磨的是，面對這麼大量的病患，作為醫護人員卻不能提供最好的服務給他們，這是大家內心

都有的痛苦和無奈」。除此以外，他們還要面對和承受很多逝者在疫下無法得到善終的現

實、哀傷和無奈。 

疫情至今已有兩年多的時間，然而每當疫情爆發之時，防控措施所帶來的限制仍會令很

多患者和家屬措手不及，醫護人員仍需在危險的環境中與時間賽跑、與死神鬥爭，臨終的關

懷與陪伴也無法得到如常支援。長期來看，疫情所衍生的次生災害，如防控安排給臨終患者

和其家屬帶來的身心損害，可能超過病毒本身所帶來的傷害。筆者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新



一波疫情似乎再度掀起，政府剛換屆，會否再次收緊防疫措施？在下一波，相關措施的制定

和執行不應該是冷酷無情、一成不變的，而是應該儘量體現出對人性的溫情和對倫理的關

注。疫情下仍得善終是臨終患者的價值追求，陪伴和告別是家屬表達關懷與愛意的最後機

會，提供細膩完善的臨終照護服務應是醫護人員的共同目標，也是管理當局的責任。因此，

如何在抗疫的基礎上還能兼顧人文關懷，對於決策者並非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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